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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与城市经济效率提升

———基于“互联网 + 政务服务”试点的准自然试验

刘炳荣，付 奎，张 杰

( 石河子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 石河子 832003)

摘要: 作为数字时代政府治理变革的重要方向，政府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对建设数字政府、推进国家治理

现代化及助推实现高质量发展非常关键。以“互联网 + 政务服务”试点为准自然试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

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效率提升，该结论在

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试点政策通过改善传统政商关系、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激发城

市创新创业活力为经济效率提升拓展了新的动能空间。异质性分析表明，试点政策的经济效率改善效应在

信息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市场整合程度和政府财政透明度较高的地区更为明显。上述结论为新时期加快推

进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及探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之治”提供了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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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在中国经济由

强调增速转为发展质量的新阶段，探寻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成为时代赋予的重大课题。伴随着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数字经济成为赋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其所发挥的“价值创造效应”正重

塑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格局［1］。与此同时，加快数字政府建设，促进数字政府建设与数字经济、数字

社会协调发展成为新时期政府工作的重要着力点。2022 年 6 月，《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

导意见》中强调，要主动顺应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趋势，充分释放数字化发展红利，进一步加大力度，

改革突破，创新发展，全面开创数字政府建设新局面。政府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作为优化政府治理效

能、协调政府与市场资源配置方式的新型引领方式，在重塑经济社会运行机制、推动形成数字治理新

格局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那么，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能否有效提升经济效率并助推实现高

质量发展呢? 对该问题的深入探讨不仅有助于分析数字政府建设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也

为更好地发挥政府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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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是政府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驱动下，通过数字化理念、数字

化战略和数字化平台实现政务服务和社会治理的全方位、多层次数字化变革的动态过程［3］。其核心

目标是打造数字政府、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一方

面能够产生信息整合效应。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能够实现政府治理中分散式信息系统的有机整合，

矫正政府与市场间信息不对称，使得政府部门的行政审批与业务办理更为公开、透明，公共产品和服

务供给的质量和效能不断提升，资源配置的能力不断优化［2］。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能够发

挥治理赋能效应。数字技术在政府各部门、跨层级组织中的深度嵌入能够促进政府机构服务事项的

集成化办理，推动政府机构的条块联动与协同互促，优化政府内部治理结构和治理服务效能［4］，降低

政府内部信息搜寻成本和政企间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政府治理绩效。
从政府信息公开到政务信息化，再到数字政府建设，信息化和数字化如何赋能政府变革与转型这

一命题贯穿于政府数字化相关研究的动态始末。在围绕政府信息公开的文献中，既有研究认为信息

公开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政府信息公开能够有效降低政策不确定性，实现更高效率的投资［5］，

高质量的信息公开有助于增强民众信息鉴别能力，规避非理性集群行为，提高民众对政府的满意

度［6］。在关于政务服务信息化的文献中，已有研究发现，政务信息化建设能够有效提升财政资金使用

效率和公共政策效率［7］，增加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和满意度［8］。“互联网 + 政务服务”所带来的政务

服务信息化能够有效实现政府和企业的良性互动，优化地区营商环境［9］，促进企业创新［10］。在聚焦

于数字政府建设的文献中，部分学者基于数字治理理论探究数据赋能数字政府治理的运作逻辑［11］，

从公共价值等视角评估数字政府建设对公共服务效能和公众满意度的提升绩效，从“技术赋能”和“技

术赋权”的视角探究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驱动机制［2］。综合来看，现有研究展开了丰富有益的探

索，但多集中于公共服务、营商环境等领域，且多采用定性和案例分析，而有关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

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较为缺乏。
鉴于此，本文以“互联网 + 政务服务”政策试点为准自然试验①，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政府治理数

字化转型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及内在机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数字

政府建设的视角切入，探讨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丰富了政府治理的经济后果

相关研究。二是，既有研究多采用政府网站建设和在线服务能力等技术指标度量［12］，难以真实反映

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程度，且在因果识别中多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以“互联网 + 政务服务”试点为

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较为干净地识别了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应及内在机制，拓展了

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三是，采用各城市移动政务的开通项数作为工具变量，并通过多重

稳健性识别策略，较好地缓解选择性偏误和遗漏变量等可能引致的内生性等问题。四是，从信息基础

设施建设、市场整合程度及政府财政透明度等方面进一步考察了政府数字化治理经济效应如何得以

更好发挥的作用边界及约束条件。研究结论有力地支持了数字政府治理的“有效性”，为新时期下深

入推进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更好地发挥政府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 一) 制度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解决长期以来政府部门间条块分割、政务信息跨部门共享困难、企业和群众

“办事难”“办证多”等问题，国家推行了一系列政务服务改革的制度举措，政务信息化建设逐渐从信

息公开向数据共享和信息惠民转变。2014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12 部门联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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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互联网 + 政务服务”政策试点为探究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外生冲击。2016 年，国

务院印发《推进“互联网 + 政务服务”开展信息惠民试点的实施方案》等文件，提出以信息惠民城市为基础，重点推动“互联网 + 政务服

务”政策试点，开展政务服务“一号申请、一窗受理、一网通办”等改革举措，通过“数据上云”等技术手段“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

路”。这些举措实际上是新时期政府主动拥抱数字化变革，运用互联网等数字技术优化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赋能政府政务服务变革

的重要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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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关于同意深圳市等 80 个城市建设信息惠民国家试点城市的通知》，要求推动城市各政务部门的互

联互通、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探索信息化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创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新机制新

模式。随着“放管服”改革和“互联网 +”行动的深入开展，国务院于 2016 年陆续印发了《关于加快推

进“互联网 + 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推进“互联网 + 政务服务”开展信息惠民试点实施方案》，

提出以覆盖各省( 区、市) 的 80 个信息惠民国家试点城市为试点单位，按照" 两年两步走" 的思路，统

筹设计、稳步推进。其核心内容是开展政务服务“一号申请、一窗受理、一网通办”等改革举措，促进政

务服务标准化、移动化、数字化。此后，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及“跨省通办”不断推进，一

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持续建设，政府治理迈向了数字化转型的新阶段。
( 二) 理论分析

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系统运转中的交易双方在搜寻市场信息、谈判和缔约等方面需付出一

定的代价或费用，即交易成本［13］。在传统的政府治理中，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制度性交易成本时常

困扰着市场主体，尤其是冗长的审批流程提高了企业生产经营所面临的交易成本，政府信息的不公

开、不透明进一步增加了政企间信息的不对称性，不同利益当事人为了获得必要的信息而花费巨大的

交易成本进行讨价还价和利益博弈。
政府治理的数字化转型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削弱地方官员与企业之间的交易型政企关系，改善传统

的政商关系，优化地方经济发展的营商环境。从政策的实施来看，在“互联网 + 政务服务”试点中，一体

化政务服务平台、“无人自助审批”等模式创新通过数字赋能有效提高了政府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推动了

政府简政放权和职能转变，为企业“松绑”和“减负”创造了良好的制度“软”环境［4］。“互联网 + 政务服

务”平台的运行大大提高了网上事项可及度、搜索、咨询、审批过程等方面的便捷度，推动了“一网通办”
“一网统管”等制度模式的不断创新［14］，使得企业审批流程和办事环节得以简化，交易成本不断降低，市

场活力竞相激发。以“互联网 +政务服务”试点政策为代表的政务数字化转型通过数据公开、信息共享

和网络互动畅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沟通桥梁，有利于打造兼具“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服务型政府，实

现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推动企业乃至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说 1。
假说 1: 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改善传统政商关系促进城市经济效率提升。
政府治理的数字化能够有效推动跨层级、跨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整合相对分散的公

共服务资源，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能［15］。“互联网 + 政务服务”试点政策以优化城市

公共服务供给为目标，依托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搭建统一的大数据公共服务共享平台，大幅提

高了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的网上办理水平，以及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便捷度［16］，有利于实现线上线下

服务资源的有效联动，优化城市资源配置和公共服务质量。与此同时，城市公共服务的完善能够吸引

高质量人才等要素流入，加快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17］。公共服务的“用脚投票”理论认为，良好的公

共服务会影响人口的迁移决策和空间流动［18］。以“互联网 + 政务服务”试点为代表的政府治理数字

化转型有助于提高城市教育、医疗卫生服务及交通通信网络设施的公共服务水平，优化公共服务资源

配置，更好地满足公众对生活便利性和生活质量的需求，加快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为经济效率改善

提供人才和城镇化支撑。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说 2。
假说 2: 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推动城市经济效率提升。
“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是激发全社会创新潜能和创业活力的有效途径，也是提高实体经济发展质

量的有力驱动。“互联网 + 政务服务”试点政策能够通过促进城市创新创业，为城市经济效率提升增

添新动能。一方面，以“互联网 + 政务服务”为代表的数字化治理方式极大地便利了居民的生产和生

活，带来更低的创业门槛和更多的创业机会［19］。数字政务平台的数据共享和信息公开使得具有创业

意愿的个人及家庭能够快速地获取相关创业信息及要求，如创业的最新政策及当地创办新企业的相

关流程等，这些信息的获取对于创业者能否有效创业至为关键［20］。另一方面，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

在较大程度上改善了地区制度环境，为微观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重要支撑。已有研究表明，制度环境

是企业创新的重要基础，低效的制度环境会削弱企业的创新意愿和创新投入［21］。“互联网 + 政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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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试点政策有助于搭建宽松且高效的制度环境，促进企业技术创新［10］。与此同时，良好的制度环境

也会吸引更多优质企业进入，进一步强化本地市场的“优胜劣汰”竞争机制，从而激励企业加快研发创

新，推动企业乃至整个区域实现更高效的资源配置。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说 3。
假说 3: 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创新创业活力助力城市经济效率提升。

图 1 作用机制

三、模型设定、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一) 模型设定

为探究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与经济效率的因果关系，将 2016 年实施的“互联网 + 政务服务”试点

政策视为一项外生政策冲击，构建如下双向固定的双重差分模型:

effit = α + βdidit + Xitφ + μi + γt + εit ( 1)

在式( 1) 中，i 代表城市，t 代表年份。被解释变量为城市经济效率，X 为其他系列控制变量; ui 和 γt 为

城市个体和年份固定效应; εit 表示随机误差项。did表示“互联网 + 政务服务”试点政策虚拟变量，以此作

为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外生冲击，其系数 β 值反映“互联网 + 政务服务”试点政策的经济效应。
( 二) 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为城市经济效率( eff)
参照余泳泽等［22］的做法，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法( SFA) 估算全要素生产率，以此衡量经济效率，具

体如下:

lnYit = β0 + βk lnKit + β1 lnLit + βt t + βkk ( lnKit )
2 + βll ( lnLit )

2 + βtt t
2 + βkl lnKit × lnLit + βkt lnKit × t

+ βlt lnLit × t + εit － uit ( 2)

在式( 2) 中，Y为经平减后的实际GDP，K为资本存量，L为全社会个体从业人员数，εit 和 uit 为误差

项和无效率项。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测算( 以2005 年为基期) ，公式为Kit = Ki，t －1 ( 1 － δt ) + Iit /Pit，

其中 K 为资本存量，I 为固定资产投资额，P 为城市所在省份价格指数，δt 为折旧率，设定为 9. 6%。
2． 核心解释变量为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 did)

采用“互联网 + 政务服务”政策试点的外生政策冲击对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应进行识

别［10］。国务院于 2016 年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 + 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以 80 个

信息惠民国家试点城市为试点，推动“互联网 + 政务服务”政策试点工作。因此，若该城市入选“信息

惠民”试点政策，则 treat 为 1( 否则为 0) ，观测时间在 2016 年之后，则 time 为 1( 否则为 0) 。
3． 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 产业结构( ind) ，采用二产产值占 GDP 的比重衡量; 金融发展( fin) ，采

用金融存贷款总额占 GDP 的比重衡量; 人力资本( hr) ，采用每万人拥有的普通学校在校学生数衡量;

外商直接投资( fdi) ，采用实际利用外资额占 GDP 的比重衡量，其中外资以美元与人民币兑换汇率调

整为人民币单位; 政府干预( gov) ，采用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衡量; 交通基础设施( infra) ，采用

城市每平方千米公路里程数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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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城市经济效率 eff 2 280 0． 513 0． 149 0． 162 1
“互联网 +政务服务”试点 did 2 280 0． 094 7 0． 293 0 1
产业结构 ind 2 280 0． 400 9 0． 097 3 0． 102 0． 809 8
金融发展 fin 2 280 0． 962 0． 606 0． 118 7． 45
人力资本 hr 2 280 4． 29 1． 18 0． 02 7． 18
外商直接投资 fdi 2 280 0．002 62 0．002 75 0 0． 029 9
政府干预 gov 2 280 0． 201 0． 131 0． 043 9 2． 349
交通基础设施 infra 2 280 1． 062 0． 558 0． 068 13． 01

( 三) 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自历年的《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

鉴、EPS 数据库。部分缺失数据

采用均值法填补。描述性统计

见表 1。
四、实证分析结果

( 一) 基准回归检验

文章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

估“互联网 + 政务服务”试点政

策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考察

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应。表 2 中的列( 1) 至列( 4) 展示了依次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 1) ( 2) ( 3) ( 4)

did
0． 011 9＊＊＊ 0． 011 8＊＊＊ 0． 011 2＊＊＊ 0． 011 2＊＊＊

( 8． 41) ( 8． 40) ( 8． 25) ( 8． 35)

ind
－ 0． 003 7* － 0． 009 1＊＊＊ － 0． 010 1＊＊＊

( － 1． 79) ( － 4． 19) ( － 4． 54)

fin
－ 0． 053 2 － 0． 053 2 － 0． 053 1
( － 1． 21) ( － 1． 26) ( － 1． 26)

hr
－ 0． 071 0＊＊＊ － 0． 068 8＊＊＊

( － 6． 23) ( － 6． 12)

fdi
－ 0． 177 8 － 0． 191 8
( － 1． 41) ( － 1． 52)

gov
0． 012 9
( 0． 89)

infra
－ 0． 003 4＊＊

( － 2． 37)

_cons
0． 576 9＊＊＊ 0． 617 7＊＊＊ 0． 698 9＊＊＊ 0． 709 2＊＊＊

( 668． 83) ( 28． 61) ( 28． 52) ( 28． 39)

Year Yes Yes Yes Yes
City Yes Yes Yes Yes
N 2 280 2 280 2 280 2 280
R2 0． 996 5 0． 996 5 0． 996 7 0． 996 7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

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值。

表 2 中的列( 4 ) 显示，试点政策估计系

数为 0． 011 2，且在 1%的水平下显著。这表

明以“互联网 + 政务服务”试点政策为代表

的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城市经

济效率提升。从经济含义看，“互联网 + 政

务服务”试点政策的实施使得试点城市的全

要素生产率相较非试点城市提升了 1． 12 个

百分点。控制变量结果符合预期。
( 二) 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法需要满足平行趋势假定，即

政策实施前试验组和非试验组城市经济效

率的变动趋势一致。参照 Beck et al．［23］的

做法，构建如下动态模型:

effit = α +∑2

t = －5
βtdidit + Xitφ + μi

+ γt + εit ( 3)

在式( 3) 中，i 和 t 代表城市和年份，effit
为城市经济效率。βt 是不同动态窗口期估计

系数，表示试点政策实施前五年及后两年的

时间虚拟变量与政策执行变量的交互项系

数( 以政策实施前一期为基期) 。图 2 展示了

βt 系数估计及其 95% 置信区间。可以发现，

在政策实施前 β j 系数均不显著，说明试验组和非试验组样本城市经济效率不存在显著差异; 在政策实

施后，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且不断增大，这说明随着政策的不断推行，尤其是“放管服”改革的实施，“互

联网 + 政务服务”试点的政策效果呈现出较强的动态效应。
2． 对试点城市非随机选择问题的讨论

根据信息惠民国家试点的相关政策文件，试点城市的选取要充分考量“正在实施的信息惠民工程

以及不同区域的信息化发展基础”，选择“条件成熟的区域和领域先行先试”。可见，试点城市的选择

并非随机，而是与城市的行政区位( location) 、经济发展( pgdp) 、信息网络( internet) 、法治环境( law) 、
政务透明度( transparency) 等息息相关。为了控制上述因素影响，在基准模型中依次纳入是否副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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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平行趋势

以上城市、人均 GDP、每万人互联网用户

数、司法案件结案数 /当期案件受理数以

及政府财政透明度等变量与时间线性趋

势及其平方项的交互项，估计结果见表 3
的列( 1) 和列( 2) 。结果显示，在考虑试点

选择“标准”后，政策差分项的估计系数依

然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在缓解

了非 随 机 性 因 素 干 扰 后 估 计 结 果 依 然

稳健①。
为进一步缓解样本的选择性偏误，采

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缓解非随机

选择的问题。按照事前匹配思路，依次运

用最近邻、半径和核匹配方法，采用政策

未发生前的样本变量均值进行匹配，协变

量选取与控制变量一致。表 3 的列( 3) 至列( 5) 显示，差分项系数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经匹

配后“互联网 + 政务服务”试点政策依然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效率提升，政策效应较为稳健。

表 3 非随机选择回归结果

变量

纳入交互项 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

( 1) ( 2)
最近邻

( 3)
半径
( 4)

核匹配
( 5)

did
0． 004 3＊＊＊ 0． 004 3＊＊＊ 0． 007 1＊＊＊ 0． 006 6＊＊＊ 0． 006 0＊＊＊

( 4． 26) ( 4． 14) ( 6． 85) ( 5． 81) ( 5． 44)

location × t
－ 0． 000 1 － 0． 000 1
( － 0． 54) ( － 0． 73)

pgdp × t
0． 001 4＊＊＊ 0． 000 2＊＊＊

( 5． 00) ( 4． 78)

internet × t
0． 055 9＊＊＊ 0． 007 4＊＊＊

( 3． 41) ( 3． 17)

law × t
0． 003 7＊＊＊ 0． 000 4＊＊＊

( 14． 68) ( 14． 34)

transparency × t
－ 0． 000 2 － 0． 000 1
( － 0． 34) ( － 0． 60)

_cons
0． 735 8＊＊＊ 0． 693 4＊＊＊ 0． 655 7＊＊＊ 0． 655 3＊＊＊ 0． 662 0＊＊＊

( 34． 64) ( 33． 14) ( 31． 61) ( 27． 98) ( 26． 73)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City Yes Yes Yes Yes Yes
N 2 280 2 280 2 248 1 960 1 816
R2 0． 997 6 0． 997 6 0． 997 3 0． 997 1 0． 996 9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值。

3． 安慰剂检验

为减弱遗漏变量等带来的干扰，借鉴已有文献常用做法，进行安慰剂检验。具体地，通过 Stata
16. 0 软件随机抓取产生80 个虚假试点城市样本，并生成虚假变量代替 did，将上述抓取过程重复1 000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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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安慰剂检验

次，产生相应的 β 分布，并绘制图 3 估计系

数的概率密度。可以看出，随机产生的虚

拟系数均值非常接近于 0，且估计标准差

均小于 0． 01，基本服从正态分布，表明非

观测特征因素几乎不会对估计结果产生

影响，基准结果较为稳健。
4． 其他稳健性检验

( 1) 改变经济效率衡量方式。借鉴陈

诗一和陈登科［24］ 的做法，采用实际人均

GDP 衡量城市经济效率重新进行检验。表

4 的列( 1) 结果显示，在改变被解释变量的

衡量方式后，“互联网 + 政务服务”试点政

策依然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效率提升。
( 2) 剔除副省级以上城市样本。表 4 的列( 2) 结果显示，在剔除该部分样本后，差分项系数依旧

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政策效果较为稳健。
( 3) 控制时间与省份联合固定效应。表 4 的列( 3) 结果显示，在控制联合固定效应后，结论依然

稳健。
( 4) 工具变量。借鉴苏竣等［16］的思路，采用 2014 年各城市移动政务的开通项数①作为“互联网

+ 政务服务”试点政策实施的工具变量。其合理性在于，“互联网 + 政务服务”试点是在信息惠民国家

示范城市的基础上开展的，各地级市移动政务的开通项数能较好地衡量地方政府政务的信息化水平，

而这恰是示范城市遴选的重要标准。同时，移动政务的开通项数并不会直接影响城市经济发展，而是

通过优化政府数字化治理和营商环境进而影响地区经济效率，故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和相关性。
表 4 中的列( 4) 和列( 5) 展示了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弱工具变量和外生性检验通过，同时城市移动

政务的开通项数与“互联网 + 政务服务”试点的开展紧密相关，在纳入工具变量减弱内生性问题后，上

述结论依然稳健。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替换变量 剔除部分样本 联合固定效应 工具变量估计 工具变量估计

( 1) ( 2) ( 3) ( 4) ( 5)

did
0． 054 1＊＊＊ 0． 006 2＊＊＊ 0． 008 5＊＊＊ 0． 064 3＊＊＊

( 9． 65) ( 4． 33) ( 8． 72) ( 9． 68)

_cons
0． 243 7* 0． 647 5＊＊＊ 0． 070 4 0． 968 1． 026 1＊＊＊

( 1． 93) ( 29． 91) ( 0． 81) ( 1． 47) ( 24． 53)

IV
0． 077＊＊＊

( 9． 24)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City Yes Yes Yes Yes Yes
N 2 280 2 000 2 280 2 280 2 280
Anderson canon corr LM statistic 95． 635
Cragg-Donald Wald F statistic 85． 445
R2 0． 850 7 0． 997 2 0． 998 3 0． 991 5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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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据来自支付宝“城市服务”提供的实时业务数据，即哪些业务可以通过支付宝办理。根据支付宝发布的“互联网 +”城市服务

报告显示，自 2015 年 4 月以来，各地政府与各类公共机构不断接入支付宝城市服务平台，优化配置社会服务资源，包括政务办事、医
疗、交通出行等在内的九大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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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机制检验结果( 一)

变量 总指数
政商关系
亲近指数

清白指数

did
0． 001 9 0． 001 9 0． 006 5＊＊＊

( 1． 36) ( 1． 25) ( 3． 62)

did × 总指数
0． 015 1＊＊＊

( 6． 68)

did × 亲近指数
0． 013 9＊＊＊

( 6． 05)

did × 清白指数
0． 007 5＊＊＊

( 2． 97)

_cons
0． 703 6＊＊＊ 0． 709 8＊＊＊ 0． 710 3＊＊＊

( 29． 48) ( 29． 50) ( 29． 01)

Year Yes Yes Yes
City Yes Yes Yes
N 2 280 2 280 2 280
R2 0． 996 8 0． 996 8 0． 996 7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显著

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值。

五、机制检验与异质性分析

( 一) 机制分析

以上结果表明，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显著提

升了城市经济效率。前文理论分析表明，政府治

理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改善传统政商关系、提升

公共服务质量和激发城市创新创业活力等途径

促进城市经济效率。接下来从上述方面进行依

次检验。
首先，为检验“互联网 + 政务服务”试点政策

通过改善传统政商关系从而提升城市经济效率

的作用机制。借鉴张思涵等［25］的做法，采用中

国人民大学《中国政商关系排行榜( 2021 ) 》的新

型政商关系指数及“亲近”“清白”细分指数衡量

各地级市的政商关系水平①。本文根据该指标的

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政商关系较好与较差两组，

分别赋值为 0 和 1，并与试点政策进行交互处理。
若“互联网 + 政务服务”试点政策能够有效改善

传统政商关系，促进城市经济效率提升，则预期

该政策实施所带来的经济效率改善作用在政商关系较差的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表 5 的列( 1) 至列

( 3) 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即试点政策推动了经济效率提升。这表明政

府数字化治理在较大程度上改善了传统的政商关系，有助于加快推动“亲”“清”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建

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假说 1 得以验证。
表 6 机制检验结果( 二)

变量
公共服务

( 1)
经济效率

( 2)

did
0． 000 4＊＊ 0． 011 1＊＊＊

( 2． 07) ( 8． 36)

公共服务
0． 309 1＊＊

( 2． 14)

_cons
0． 951 4＊＊＊ 0． 415 1＊＊＊

( 235． 24) ( 2． 97)

Year Yes Yes
City Yes Yes
N 2 280 2 280
R2 0． 817 7 0． 996 7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
5%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

内为 t 值。

其次，为检验“互联网 + 政务服务”试点政策通过提升公共

服务质量进而促进城市经济效率提升的作用机制，借鉴 Baron
and Kenny［26］的做法，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公共服务质

量参照夏怡然和陆铭［18］的做法，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从教育、医

疗、交通、环境、文体和邮电等方面②进行测算。表 6 中的列( 1 )

结果显示，“互联网 + 政务服务”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城市公

共服务质量，优化了公共服务供给。列( 2 ) 纳入中介变量的回

归结果显示，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在

5%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同时试点政策差分系数不仅显著为正

且小于基准回归系数。可见，“互联网 + 政务服务”试点政策

能够通过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促进城市经济效率的提升，假说 2
得以验证。

最后，为检验“互联网 + 政务服务”试点政策通过激发城市

创新创业活力进而促进城市经济效率提升的作用机制，沿用上

述中介效应检验的思路，进行依次检验。从创新和创业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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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新型政商关系指数包括“亲近”和“清白”指数，分别由政府对企业的关心、政府为企业提供的服务、政府降低企业的税费负担以

及政府廉洁度和政府透明度等指标加权测算得出。若地方政商关系“亲近”“清白”程度较高，则地方官员与企业家之间的沟通较为畅

通，且能够为企业提供完善的服务，帮助企业家解决实际困难。
具体地，选取高校中学与小学教师数之和、人均医院床位数、万人公共汽车拥有量、城市绿地面积、人均藏书量和万人互联网用

户数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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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机制检验结果( 三)

变量
城市创新

( 1)
经济效率

( 2)
城市创业

( 3)
经济效率

( 4)

did
0． 004 8＊＊＊ 0． 010 2＊＊＊ 0． 838 0＊＊ 0． 011 0＊＊＊

( 3． 16) ( 7． 35) ( 2． 22) ( 8． 29)

城市创新
0． 218 3＊＊＊

( 3． 27)

城市创业
0． 000 2＊＊

( － 2． 04)

_cons
0． 018 6 0． 705 6＊＊＊ 15． 748 5＊＊ 0． 699 2＊＊＊

( 0． 39) ( 26． 12) ( 2． 02) ( 28． 00)

Year Yes Yes Yes Yes

City Yes Yes Yes Yes

N 2 280 2 280 2 280 2 280

R2 0． 954 0 0． 996 9 0． 835 5 0． 996 8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

显著，括号内为 t 值。
表 8 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信息基础设施

( 1)
市场整合程度

( 2)
政府财政透明度

( 3)

did
0． 005 5* － 0． 095 2＊＊＊ － 0． 090 4＊＊＊

( 1． 77) ( － 8． 68) ( － 8． 45)

did × internet
1． 088 9*

( 1． 69)

internet
0． 163 3＊＊＊

( 2． 76)

did × integrate
0． 054 8＊＊＊

( 9． 23)

integrate
0． 001 4

( 0． 37)

did × transparency
0． 044 2＊＊＊

( 8． 91)

transparency
0． 015 5＊＊＊

( 3． 52)

_cons
0． 706 5＊＊＊ 0． 710 2＊＊＊ 0． 706 0＊＊＊

( 30． 08) ( 32． 77) ( 31． 93)

Year Yes Yes Yes

City Yes Yes Yes

N 2 280 2 280 2 280

R2 0． 996 9 0． 997 1 0． 997 2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

显著，括号内为 t 值。

维度衡 量 城 市 创 新 创 业 活 力，借 鉴

张 杰 和 付 奎［27］、白 俊 红 等［28］ 的 做

法，采用 人 均 发 明 专 利 授 权 数 和 地

级市新创企业数量衡量城市创新水

平和创业 活 跃 度。表 7 的 列 ( 1 ) 和

列( 3 ) 结果显示，“互联网 + 政务 服

务”试点政策在 5% 的水平下显著促

进了城市技术创新和创业活跃度提

升。列 ( 2 ) 和 列 ( 4 ) 依 次 纳 入 中 介

变量之 后 的 回 归 结 果 显 示，城 市 创

新创业活力的增强对城市经济效率

的影响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且

试点政策差分系数小于基准回归系

数。可见，“互 联 网 + 政 务 服 务”试

点政 策 能 够 通 过 提 高 创 新 创 业 活

力，助力城 市 经 济 效 率 提 升，假 说 3
得以验证。

综合来看，“互联网 + 政务服务”
试点政策能够通过改善传统政商关

系、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提高创新创

业活力促进城市经济效率提升。
( 二) 异质性分析

1． 信息基础设施

信息基 础 设 施 是 国 家 治 理 和 公

共 服 务 的 战 略 基 础。借 鉴 毛 丰 付

等［29］的做 法，采 用 每 万 人 互 联 网 用

户数作为信 息 基 础 设 施 ( internet) 的

衡量指标，并将其与政策差分项的交

乘项纳入基准模型，结果如表 8 的列

( 1 ) 所示。可以发现，交乘项系数在

10%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 明“互 联

网 + 政 务 服 务”试 点 政 策 对 信 息 基

础设施较为完备的城市经济效率的

改善 效 果 较 好。在 宽 带 覆 盖 密 集、
数据平台建设完备的地区，“一网通

办”等 一 体 化 数 字 化 服 务 平 台 较 为

完善，政 府 治 理 数 字 化 转 型 更 能 促

进经济效率的提升。
2． 市场整合程度

新发展格局下，市场整合程度的

提升更有助于推动跨区域间政府治理

协同和要素优化配置，为政府数字化

治理赋能增添助力。借鉴姚博和汪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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驹［30］的做法，采用相对价格法测算市场整合指数①，将所在城市样本按照中位数划分为市场整合程度

( integrate) 较高和较低的城市，分别赋值为 1 和 0，并构造与试点政策的交乘项，纳入基准模型。结果

如表 8 的列( 2) 所示。可以看出，交乘项系数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市场整合程度正向调节

了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率改善作用。在统一大市场下，市场整合与共享能力的提升有利于

降低地区市场分割，促进跨区域知识、信息、技术等要素的扩散溢出，从而强化政府数字化治理的赋能

效果。
3． 财政透明度

公开有序的财政透明度对优化政府治理能力，推动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根据清华大学

发布的《2018 年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按照财政透明度( transparency) 排名，将财政透

明度排名前 50%的城市设为透明度较高组，后 50% 的城市设为透明度较低组，并将其与政策差分项

的交乘项纳入基准模型，结果如表 8 的列( 3) 所示。可以发现，交乘项系数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即表明在财政透明度较高的城市，试点政策的经济效果更为明显。在财政透明度更高的地区往往政

务信息公开和行政工作效率相对更高，从而政府数字化治理的经济效应更容易得到发挥。
六、结论与建议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以数字化赋能政府治理转型，重塑数字政府建设的公共价值和服务效

能，以更好地发挥政府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推动作用。本文利用“互联网 + 政务服务”试点政策这

一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

( 1) “互联网 + 政务服务”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效率提升。( 2 ) 试点政策通过改善传统政商

关系、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城市经济效率提升。( 3) 上述政策效应在信息基础

设施较为完善、市场整合程度和政府财政透明度更高的地区更为显著。
根据上述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 1) 总结试点政策经验，依托试点城市开展数字政府示范城市创

建，激发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活力。强化制度顶层设计，持续释放政府治理数字化建设的制度

红利，探索建立以数据共享、数字治理、精准服务为导向的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推进以大数据协同共

享中心为载体的数字政府示范城市建设，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之治”注入新动能。( 2 ) 加快推

动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深化政务服务领域的治理变革，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一方面，要紧抓数字

化变革新机遇，通过数字技术加快行政审批等政务服务模式改革，促进政务服务数字化、数据治理精

准化，打造数字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不断降低企业交易成本; 另一方面，要提高政府数字化服务平台

优化公共服务质量的能力，扩大移动端政务服务的审批业务范围和应用普及度，激发企业创新创业的

市场活力。( 3) 以信息基础设施为支撑，加快市场化改革和统一大市场建设，着力深化政府体制改革，

提高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能。在加快推动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应加强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以新型智慧城市试点为契机夯实数字政府建设的“信息中枢”，打破制约区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数据孤岛”。同时应牢牢把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提高跨区域间市场整合和

数字政务“跨省通办”的协作能力，不断降低地区市场分割，加快推动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跨区域要

素资源优化配置。最后，要注重政府数字化建设与行政体制改革的有效衔接，提高政府政务、财政审

计等方面的透明度，有效弥补制度存在的短板，实现数字化治理与制度创新良性互促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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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T 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and Improvement
of Urban Economic Efficiency: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the
“Internet + Government Services”Pilot Program

LIU Bingrong，FU Kui，ZHANG Jie
(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hihezi University，Shihezi 832003，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reform in the digital era，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is crucial to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government，the promo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and the realiz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is paper takes the“Internet + government services”pilot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and use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ethod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on urban economic efficienc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ilot policy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
economic efficiency，and the conclusion remains true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The mechanism test shows that the pilot
policy expands the space of new driving forces for improving economic efficiency through improving the tradi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business，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ublic services and stimulating the vitality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cities．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economic efficiency improvement effect of the pilot policy
is more obvious in regions with better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higher degree of market integration and higher transparency of
government finance． The above conclusions provide policy reference for accelera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and exploring the realiz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governance of China”．

Key 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Internet + government services” pilot policy; urban
economic efficiency;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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